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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与演化
———基于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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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如何选择外交出访对象国? 为何一些国家的外交

出访更频繁,而另一些国家接待的外国来访更多? 如何解释全球外

交访问网络的形成和变化? 既有研究着重关注访问国与接待国的双

边层次和国家层次因素的影响,然而却在理论上忽视了潜在第三方

因素和外交网络的结构性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则忽略了观察量之

间相互依赖对模型估计造成的偏差,并且在数据上缺乏涵盖全球的

外交访问信息.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将全球双边

外交访问理论化为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过程,并将国家、双边和网

络结构层次上的因素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用以解释国家间

双边外交访问如何推动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利用 “全

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 (GDELT)的海量事件数据提取全球

外交访问数据集 (１９７９—２０２０),并借助最新发展的网络分析方法

对理论框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国家和双边层次的

因素之外,外交访问网络自身存在的对等性、优先连接、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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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性等网络效应,同样驱动了全球外交访问网络在过去 ４０ 年间

的演化.本文的研究为系统理解全球外交网络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新

的研究框架和新的方法借鉴,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基于大数据路径的

全球双边外交互访数据集,对于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关键词　外交访问 外交网络 双边外交 社会网络分析 大

数据

一、 导　　言

外交访问是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政治现象之一.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

是国家各部委负责人、内阁成员等官员,都经常性地开展外交访问,并且时

常接待其他国家的外交来访.面对面的外交 (faceＧtoＧfacediplomacy)也被作

为一种重要的治国之策 (statecraft),① 对于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结果具有重

要的影响.例如,罗森妮麦克马纳斯研究了领导人的外交访问作为一种信

号释放的机制,对于延伸威慑效果具有重要影响.② 奥利弗韦斯特温特讨

论了外交访问对国际冲突爆发的影响,发现外交访问作为一种信号释放机

制,可以显著地减少由不确定性引发的国际冲突概率.③ 沃尔克尼奇则研

究了国事访问对国际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外交访问可以显著地促进贸易增

长.④

然而,外交访问也是一项具有极高机会成本的活动,尤其是在信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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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令人困惑的是,为何政府官员还要选择出国开展面对

面外交,为何一些国家的外交访问更频繁,而另一些国家则倾向于接待更多

的外国来访? 一些研究认为,鉴于外交访问具有的机会成本属性,领导人都

需要理性地或战略性地选择访问的时间和对象国.① 因此,选择哪些国家进

行外交访问应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结果.这也意味着,

既有研究所揭示的外交访问对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国际贸易等的影响效果

很可能存在 “选择偏差” (selectionbias)和 “内生性” (endogeneity)问题,

因为那些效果本身就是国家战略性选择访问的结果.对外交访问效果的系统

性认识,需要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是如何选择外交访问对象,以及全球双边

外交访问在不同时段所呈现的特征和模式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化的.

鉴于此,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探究影响一国外交访问因素的兴趣也逐渐增

加,但是正如丹尼尔德鲁克曼和彼得沃伦斯汀所言,目前系统地聚焦外

交访问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以及对世界和平影响的研究依然十分稀少.② 既

有关于驱动外交活动因素的研究集中于双边和国家层次,③ 并且研究范围也

集中在几个主要的大国,如美国④、俄罗斯⑤、中国⑥等.例如,埃里克纽

马耶利用全球 “外交代表” (diplomaticrepresentation)数据,检验了国家为

何会在彼此国内设立外交代表,发现权力、意识形态和地理距离因素驱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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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代表的设立.① 在具体国别研究上,詹姆斯H 莱博维奇和伊丽莎白

桑德斯关注了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出国访问,认为他们的外

交访问主要受到战略因素与国内政治因素的驱动.② 斯科特卡斯特纳和菲

利普桑德斯则关注中国领导人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之间的出访,但是并没有

发现国内政治因素和双边层次因素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出访国选择.③ 另外一

些研究则关注了更为具体的外交访问类型,包括军方人员对外访问的影响因

素.④

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影响外交访问的因素,但是除了极少数例

外,⑤ 绝大多数研究过于集中在双边或者国家自身层次,如联盟、意识形态、

地理距离、战略重要性、国家实力等,而忽视了外交访问活动本身的特征以

及潜在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尽管双边外交访问涉及访问国与接待国

两个国家,但是实际上外交访问常常受第三国因素的影响.许多政府官员的

外交出访都是连续出访,甚至是 “穿梭外交”.⑥ 例如,美国总统在访问了日

本之后,往往也会访问韩国,在访问英国之后,往往也紧随访问法国、德国

等国家.再如,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７日—２４日分别对塞尔维亚、波

兰、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５日,习近平主席

开展欧洲拉美之行,连续访问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马、葡萄牙等国,即便

这些国家在地理上并非完全毗邻.⑦ 如果一次外交访问行程刻意排除某国,

便有可能激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这就意味着双边外交访问很有可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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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关系的影响,也会受到国际政治或地区格局的影响.因此,单独分析

双边层次而忽略第三国因素对外交访问决定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

完整的.

另一方面,外交活动具有特殊性,国际规范界定了外交活动具有对等性

(reciprocity),访问也需要符合外交惯例.① 既有研究对此问题关注有限———

如果不是忽略的话———并且也受制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能较好地处理观测

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对于分析结果的干扰.事实上,大部分既有研究使用的传

统统计方法都假定观察量是 “独立同分布”(iid),② 但正如对等性和第三

方因素存在的事实一样,这些相互独立的假定在传统统计方法中并不能被很

好地解决.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全球所有国家外交互访的数据,目前的研究

只能关注某些特定国家,例如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外交访问.数据缺乏使得

既有研究的议题和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尤其是对理论假设的检验存在数据与

概念脱节的问题.例如,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是外交代表而非外交访问数据,

外交代表往往随时间变化而并不敏感.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外交代表之

后,外交代表一般就会一直存在,一般不会发生改变,因而无法更好地探究

一些动态事件的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数据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首先,在理论上,提出一个解释外交访问演化的新理论框架.利用社会网络

分析 (socialnetworkanalysis)理论,提出全球双边外交访问构建了一个外交

访问网络 (networkofdiplomaticvisits),而在这一网络中两国是否进行外交

互访,不仅受到两国国内和双边层次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这一网络本身

结构的影响.因此,全球双边外交访问可以更好地从 “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s)视角来解释其形成和变化,而这些网络效应在理论上超越了双边因

素的影响,既有的理论研究鲜有关注.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传统的统计模型假定观察量之间的 “独立

同分布”,本文使用新近发展的推论性网络分析 (inferentialnetworkanalysis)

路径,直接针对网络中存在的依赖性进行建模,从而捕捉既有研究无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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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网络效应对外交访问的影响.如果外交访问是一个战略决策、具有选

择性,那么访问一个国家的决定可能是受到其他国家访问的影响,而传统回

归方法采用的 “双边路径” (dyadicＧapproach)设计仅仅在双边层次捕捉相关

影响,无法将这种互相依赖理论融入实证分析中.具体而言,本文使用了推

论性网络分析中最近发展的 “叠加与乘积效应” (additiveandmultiplicative

effects,AME)模型①和 “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mporalexponentialrandom

graphmodel,TERGM),② 克服了统计分析方法上的局限,能够对时间纵贯网

络数据 (longitudinalnetworkdata)进行推论性统计分析,捕捉过去的外交访

问网络对未来外交访问网络的影响,从而超越以往仅仅停留在对特定时间的

网络进行描述性分析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此意义上,可以真正对过去４０
年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演化进行分析.

第三,在数据上,本文利用 “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 (Global

DatabaseofEvents,Language,andTone,GDELT)这一大数据,③ 并从中提

取了一个全新的涵盖所有国家１９７９—２０２０年政府官员外交访问的新数据集,

以充分理解外交网络在过去４０多年间的演变和动态发展,弥补全球层次上

外交访问活动数据匮乏这一缺陷,并为系统分析外交访问的原因及其影响提

供新的证据和材料.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关于外交访问的既有研

究,并指出以往的研究过于关注双边和国家层次的解释,忽视了外交访问本

身具有的依赖性影响;第三部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提出本文的理论框

架,阐述网络效应如何影响外交访问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解释本文的研究

设计、阐述数据的来源和处理,提出如何利用海量事件数据测量外交访问事

件,并介绍本文的主要网络分析模型;第五部分主要讨论网络分析的结果;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阐述本文研究意义,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提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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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对外交访问的既有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面对面外交这一议题,尤其是针对外交访问的

原因和影响产生了一系列成果.① 一方面,这些研究将外交访问和外交承认

(diplomaticrecognition)视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决定,外交访问体现了国家对于

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反映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威望与地位.另一方面,

一些研究则关注外交访问和外交代表如何塑造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探究

外交代表和外交访问如何影响双边经贸关系、被访问国的政治稳定,甚至国

际军事冲突的爆发.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对于外交代表和外交访问的关注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外交访问的动机源于双边关系的驱动,尤其是双边经贸关系、同

盟关系以及双边地理距离因素.例如,沃尔克尼奇认为外交访问是出于双

边贸易的考虑,主要是为未来提升双边经济关系服务.他利用德国、法国和

美国三国政府首脑１９４８—２００３ 年的国事访问数据检验了首脑访问对于出口

贸易的影响,发现外交访问对于双边出口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由于这种影响

效果持续时间较短,因此需要国家反复互访,这就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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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网络.① 在经济外交的研究中,关于经济驱动的解释尤其占据主导地

位.② 林发勤等人研究了中非之间首脑互访对非洲贸易的影响,也发现了相

似的效果.③ 另一些研究认为,外交访问更多是出于战略考虑.例如,外交

访问就是一种向盟国再三保证承诺的主要手段,美国总统尤其频繁使用访问

来向盟友做出战略保证和承诺.④ 詹姆斯H 莱博维奇和伊丽莎白桑德斯

研究了美国领导人为何要出国访问这一问题,认为驱动美国领导人外交出访

主要有三个因素:战略利益 (包括美国的军事援助、盟友、贸易、外交立场

相似度等)、国际外交惯例 (反复访问同一国家或者前一年双方存在访问历

史),以及国内政治因素 (党派因素、府会一致、总统的不同任期、国际危

机).他利用１９４６—２０１０年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出访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分

析,发现美国领导人的出访主要受到符合国家利益的一些因素如援助、外交

政策一致性和第二任期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出访国选择与发生国际危机的相

关性则不显著.⑤

在全球层次的外交活动上,埃里克纽马耶认为,派遣外交使团和接待

外交使团具有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也取决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意愿程度以及

相对应的成本.其中,国家间的地理距离远近、该国国家实力大小,以及国

家之间意识形态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⑥ 相邻国家之间因距离更近而拥有更

多的共同利益,也具有更高频次的互动,经济往来和人员往来成本也较低,

因此可能更容易互访.而国家实力的大小决定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因

此实力越大的国家也就更容易被其他国家所认可,他们愿意去访问这些大

国,而大国也愿意接待更多国家的访问.这些大国也具有较高的威望,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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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介入国际事务,因而具有更多的外交访问机会.意识形态的相似促进了共

同利益形成,因此也更容易实现互访.利用１９７０—２００５年 “战争相关指数”
(COW)每五年记录的外交代表数据,埃里克纽马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检

验,并发现了支持性的证据.乔纳森莫耶、莎拉德特纳和科林梅塞

尔利用新创建的年度双边外交代表数据重新检验了这三者的影响,但却发现

双边意识形态仅仅是在双方国家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比较重要,而当一方

相对更强大或更弱小,双边意识形态相似性的影响就不重要了.① 斯科特

L 卡斯特纳和菲利普桑德斯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中国领导人访问的地点

和频次,发现影响中国领导人访问的因素主要包括该国是否是大国、与中国

是否为邻国等,而非其他战略考虑.

其次,外交访问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② 一些研究关注国内经济因

素或者意识形态的影响.法鲁克埃克梅奇和阿卜杜勒卡迪尔分析了土耳

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间到非西方国家的外交访

问,发现驱动其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因,并非是那些国家

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是出于经济贸易的考虑.③ 伊恩奥斯特兰德和托

比J里德分析了１９０５—２０１５年间美国总统的 ７５０ 多次访问记录,考察了

国内和国际因素如何影响美国总统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访问哪一国,认为

国内政治因素解释了基于有限时间和资源的总统访问,这些因素包括第二任

期、选举年、战争时期、总统对于外交政策的关注度、失业率的增加、府会

不一致等.④ 马特马里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则从信息机制的角度,提出

了一个关于外交访问与领导人生存关系的解释.⑤ 外交访问本身释放了外国

领导人对于接待国领导人权力稳定信心的可见和可信的信号.接待国内部的

反对派由于缺乏关于本国领导人能力认知的完全信息,通过观察外国领导人

的访问,推断其领导人是否具有维持政权的能力.外国访问发生本身就释放

出了接待国本国领导人执政能力尚强的信号,因此可以 “威慑”反对派、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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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他们挑战政权的概率.他们利用美国总统 １９６０—２０１３ 年的访问数据证实

了美国总统的访问显著地降低了接待国领导人下台的风险.与此类似,罗森

妮麦克马纳斯关注了领导人访问作为支持信号的表达,发现美国领导人的

访问 (１９５０—２００７)在国际冲突中具有显著的威慑效果,尤其是当访问伴随

一系列声明以及到访国为其盟国之时.①

再次,外交访问受到外交惯例以及特定外交事件的影响,尤其是国际危

机和冲突管理的需要.一些研究认为,外交访问有助于谈判解决和达成协

议,面对面的会谈更容易达成双方都接受的结果.② 外交访问作为冲突管理

机制,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协同国际社会管理武装冲突或国际危机.丹尼尔

德鲁克 曼 和 彼 得  沃 伦 斯 汀 关 注 了 美 国 与 苏 联 (俄 罗 斯)的 首 脑 外 交

(１９４３—２０１４),探究了首脑外交是否受到武装冲突的驱动,结果表明首脑会

议与冲突是相关的,但是却无助于冲突的解决.③ 面对面的外交更有利于开

展谈判.④ 黄诗朗讨论了１９５８年柏林危机前后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和麦克

米兰的会谈案例,⑤ 认为面对面谈判的表情表达可以作为一种决心释放的可

靠信号.⑥ 首脑外交访问也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可以促进当地民众对于本

国的友好认知.本杰明戈德史密斯等人研究了外交访问对于民众好感和支

持度的影响,通过对９个国家１５ 位领导人的出访数据,匹配了 ３８ 个国家

３２４５６位问卷受访者在访问前和访问后的态度变化,利用断点回归方法证实

了领导人访问可以影响公共舆论,展示了首脑外交对于全球事务的塑造性影

响.⑦

尽管早期研究分析了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然而对于机制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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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却不是很多.最近关于信号释放与威望的研究表明,外交访问可以作为释

放同意或者不同意信号的工具,同时也是国家保持在国际体系中威望的手

段.① 一方面,派遣外交使团可以最大化收集信息的能力,那些处于中心位

置的国家 (威望最高或者拥有最多访问数量的国家)更是充当了信息中枢.

另一方面,外交访问是一个战略考虑,可能遵循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这一

传递效应法则,使得国家会模仿和学习其他国家访问的行为和模式.布兰

登J金恩在讨论国家为何派遣外交使团时,提出了三种网络效应的影响:

优先连接 (preferentialattachment)、对等性和传递性 (transitivity).金恩发

现,国家更倾向于向那些拥有很多外交使团的国家派遣使团,更有可能向那

些已经向自己国家派驻过使团的国家回派使节,更有可能向它们的外交伙伴

也派遣过使节的国家派遣使团.② 不过,金恩的研究关注互派使团,这与外

交访问依然存在较大区别,因为外交代表的派遣并不存在机会成本限制这一

条件,因此我们依然无法确切地了解外交访问是否也受这些网络效应的

影响.

总之,既有研究存在三个主要缺陷:第一,在数据上,既有研究主要依

赖外交代表数据,关于外交访问的数据非常少.丹尼尔德鲁克曼和彼得

沃伦斯汀关注的是美国与苏联 (俄罗斯)的首脑外交,新近一些研究开始关

注中国的党际外交 ③或者军方④的出访活动或者疫情外交.⑤ 拉斐尔梅斯基

塔关注土耳其和巴西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的领导人访问活动.不过,这些涉及国

家数量有限,并非全球层次的外交互访数据.⑥ 尽管乔纳森莫耶等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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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罗巴世界年鉴»(EuropaWorldYearbook)记录的１９６０—２０１３年间１８３１７
个国家对 (countrydyads)的外交代表情况,介绍了一个新的全球层次数据,

但是他们的数据依然是基于外交代表而非外交访问数据;① 第二,在理论上,

既有研究过于突出双边和国家层次的因素,而忽视了潜在的第三方因素的影

响.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开始从网络分析视角理解外交代表的

形成.例如,布兰登J 金恩以及丹尼尔马里尼亚克和迈克尔普劳夫开

始使用网络分析进行研究,然而他们依然是用外交承认作为因变量.② 第三,

在方法上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些研究使用的模型对观察量互相独立假定的

违背.③ 因此,本文提出社会网络分析来理解和分析外交访问网络的演变,

将国家、双边和网络层次影响纳入统一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并利用新收集的

全球外交访问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三、 网络效应与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

社会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它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方

法和测量工具,更是一种理论工具,尤其适合处理相互依赖的政治现象.④

在全球或者地区层次上,多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外交访问就会形成一个外交访

问网络,网络中的 “节点”(node)就是国家,而网络中的 “边” (edge)或

者联系 (tie)表示一次外交访问行为.一国只要与另一国存在外交访问,则

表示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组联系.例如, “A→B”是一组联系,就表示 A国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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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Vol１４,２０１１,pp２４５Ｇ２６４;HanDorussen,ErikA Gartzke,and
OliverWesterwinter,“NetworkedInternationalPolitics:ComplexInterdependenceand TheDiffusionof
ConflictandPeace”,JournalofPeaceResearch,Vol５３,No３,２０１６,pp２８３Ｇ２９１ 庞珣、权家运:«回
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６期;陈

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刘丰、董柞壮:«联盟网

络与军事冲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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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B国.A 在网络分析中也被称为 “发出者” (sender),而 B 则被称为

“接受者” (receiver).这里,箭头表示外交访问网络是一个 “有向网络”

(directednetwork).

尽管双边层次的因素对于是否进行外交访问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来自

第三方的影响同样重要,而既有研究很少关注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并且无

法通过传统的统计方法处理不同边之间的相互依赖问题.从社会网络分析

视角看,这些第三方因素主要来自于外交访问的网络效应.既有研究主要

关注的是双边或者国家层次动机,因此假定两国之间的访问仅仅是自身因

素的结果,即 A国对 B国的访问,不会受到 C国的影响.然而,在现实外

交中却不尽然.例如,按照传统的研究,美国对日本的访问应不受美国对

韩国访问决定的影响,即 “美国→日本”双边关系独立于 “美国→韩国”

这一对双边关系.与此相反,社会网络分析的路径则明确了这两对关系是

互相依赖的,因为都包含共同的行为体美国.社会网络分析进一步认为,

这些双边关系是互相影响的,是外交访问网络演化的内生因素,双边外交

访问的演化进而推动了全球层次外交访问网络的演化,因此整个网络的结

构内生地影响了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和演化.从分析方法的视角看,网络

分析明确旨在处理 “独立同分布”被违背的情况,因此更适合检验相互依

赖的理论假说.本文主要讨论三种网络依赖效应对于外交访问网络形成的

影响:第一层次依赖或一阶依赖 (firstＧorderdependence)、第二层次依赖或

二阶依 赖 (secondＧorderdependence)和 第 三 层 次 依 赖 或 三 阶 依 赖 (thirdＧ

orderdependence)的网络效应.① 这三种网络依赖效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

解,除了双边与国家个体层次的因素之外,国家之间为何会进行外交访问、

为何会在全球形成我们所观察到的外交访问网络,以及这些不同时段的外交

访问网络是如何演化的.

一阶依赖效应来源于网络中的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倾向于接受或

者发送更多的联系.换言之,在外交网络中,一些国家由于自身的特征,

明显比另一些国家更有可能出访或者更愿意接受外国来访.例如,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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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ssyDorff,Max GallopandShahryar Minhas,“NetworksofViolence:PredictingConflictin
Nigeria”,pp４７６Ｇ４９３;PeterD Hoffand MichaelD Ward,“ModelingDependencies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tworks”,pp１６０Ｇ１７５;YanjunHeandPeterD Hoff,“MultiplicativeCoevolutionRegression
ModelsforLongitudinalNetworksandNodalAttributes”,SocialNetworks,Vol５７,２０１９,pp５４Ｇ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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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出访比较频繁,但也接受了更多其他国家的来访,这与美国自身的一

些特征有关系.尽管一些特征 (如实力)的影响可以较好地加以控制,但

是由于难以观察或者难以测量 (如威望),捕捉另一些特征却比较困难,传

统的模型难以做到这一点.① 其中一个一阶依赖效应被称为 “优先连接”,

即新的节点更倾向于与那些具有较高连接度的大节点相连,国家更倾向于

访问已经接待较多访问的那些国家,这种现象也称为 “富者更富”或 “马

太效应”.优先连接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访问那些威望比较高或者

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可以最大化信息收集或者实际的收益,这类中心国

家往往是大国.

图Ｇ１　网络效应示意图

说明:图Ｇ１展示了在有向 (directed)网络中存在的不同网络效应,其中虚线表示尚

未形成的联系,实线表示已经形成了联系 (访问).

如图Ｇ１ (a)所示,A国 (出访国,也称为外交访问的 “发出者”)正在

３３１

① 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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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出访国家名单,而 B是潜在的被访问国 (接待国,也称为外交访问的

“接受者”),C１、C２、C３ 是第三方国家,并且都出访过 B 国.优先连接意味

着在这种情况下 A 将很可能把 B 作为出访对象国,因为 B 已经接待了很多

国家来访,拥有很高的威望.换言之,A 之所以选择出访 B,正是因为 B所

拥有的威望和已经接待了许多国家外交来访的事实,并非完全因为 A与B之

间的双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A→B”这一联系的形成就会受到诸如 “C１

→B”、“C２→B”这些联系的影响,使得 B成为了网络的中心和颇具威望的节

点.在网络分析中,我们可以用入度 (inＧdegree)和出度 (outＧdegree)来分

别测量网络节点 “接受”到多少联系或者 “发出”多少联系,它们反映了一个

国家在外交访问中的受欢迎程度和社会化情况.①

在国际关系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美国、中国、俄罗

斯、英国等大国往往因为其自身实力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即图Ｇ１ (a)

的 B,因此每年会接待大量的外宾访问.一些潜在的国家也因此更有可能去

访问这些大国,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或者收益.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类似 B
这样的中心节点国家并不完全是由物质力量所决定的.例如,在国际政治

中,瑞士、新加坡等小国也可能处于 B的位置.这种网络效应在传统的统计

模型中是难以被捕捉到的,甚至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大量被讨论的事实.优先

连接效应可以解释许多网络联系的形成.例如,布兰登J 金恩在解释防御

合作条约的形成时就认为,一些比较受欢迎的行为体或中心能够吸引那么多

联系,正是因为它们已经拥有大量现成的联系,这些网络节点更能够拥有更

有价值的战略信息.② 作为一种信号释放,这些已经有高度联系的国家也可

以释放一种更加合作性的信号,潜在国家可以从它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知

悉,去访问B国是值得付出这个机会成本的.

二阶依赖效应来源于对等性或者报复性特征.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对等

性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③ 一国的行为会引起另一方对等的反应.外交

活动讲究 “礼尚往来”和 “以牙还牙”,这都是对等性的生动体现.庞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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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arina G Duque,“RecognizingInternationalStatus:A RelationalApproach”,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Vol６２,No３,２０１８,p５８６

BrandonJ Kinne,“DefenseCooperation AgreementsandtheEmergenceofaGlobalSecurity
Network”,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７２,No４,２０１８,pp７９９Ｇ８３７

RobertOKeohane,“Reciprocit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４０,
No１,１９８６,pp１Ｇ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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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夜通过 GDELT 大数据分析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者的互动,更进一

步表明了对等性可以塑造国际政治结果.① 对等性意味着,国家可能倾向于

访问那些已经访问过自己的国家,从而进行回访.由于外交回访是一种惯

例,因此需要在研究外交互动中控制这种惯例的影响.另一方面,对等性也

表现为报复性特征,例如 “以牙还牙”或者 “排他”.如果双边关系呈现出

敌对特征,那么很可能双边互访就难以实现,就会出现 “你不访问我、我也

不会访问你”的局面,或者出现故意排斥访问某个国家的情况.② 因此,只

有在处理对等性这一特征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外交网络的动态过程.如

果我们忽视外交访问的对等性或者报复性,那么就难以理解哪些因素导致它

们互相访问,也可能高估双边因素的影响.

与此同时,对等性也具有负方向特征,即负对等性 (negativereciprocity).

这体现在这种访问的模式呈现单向为主的特征,即 A对B经常访问,但是 B
却很少对 A进行回访.在国际关系现实中,这往往发生在大国与小国之间,

或者保护国与被保护国之间.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韩国进行访问的频率

显著低于韩国总统对美国的访问频率.图Ｇ１ (b)展示了对等性效应的影响.

即 A 对 B进行外交访问后,将会增加 B访问 A的概率,这很大程度上就是

一种正向对等性,也是一种国际外交惯例.而另一方面,如果 A没有对 B进

行访问,或者 A对 B存在非友好关系使得它们之间的访问难以实现,那么就

很难存在B对 A 的回访了.例如,２００９年初温家宝总理对瑞士、德国、西

班牙、英国和欧盟总部进行了访问.但是由于此前法国总统萨科齐接见达赖

喇嘛,温家宝总理的欧洲之行没有安排访问法国,而是 “绕着法国一圈”.

这样一种 “排他”的策略也可以作为负对等性的体现.③

三阶依赖效应指出国家的动机、资源、威望或者行为,不仅仅影响它们

需要访问的国家,也影响那些并不直接相关的双边关系,即第三方影响.换

言之,A 和 B的关系与 B和 C的关系,以及 A 和 C的关系都是相关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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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庞珣、刘子夜: «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

素»,«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SkylerJ Cranmer,TobiasHeinrichandBruceA Desmarais,“ReciprocityandtheStructural

DeterminantsoftheInternationalSanctionsNetwork”,SocialNetworks,Vol３６,２０１４,pp５Ｇ２２;JoshuaS
Goldstein,“ReciprocityinSuperpowerRelations:AnEmpiricalAnalysi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Vol３５,No２,１９９１,pp１９５Ｇ２０９

«温家宝解释为何访问欧洲绕法国一圈不理睬法国»,央视网,２００９年２月３日,http://
newscctvcom/china/２００９０２０３/１０６９９８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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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三阶依赖效应尤为突出:同质性 (homophily)和随机等价性 (stochastic
equivalence).同质性意味着行为体本身倾向与自己相似的行为体建立联系,

这本身会导致网络具有较高水平的传递性.① 传递性意味着国家更偏好访问

那些它们的伙伴已经访问过的国家,即 “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② 例如 A 和

B是伙伴,如果B访问了 C,那么 A 也就倾向于访问 C,图Ｇ１ (c)就展示了

这种传递性效果.再如 A 的伙伴 B已经访问了 C 国,A 也访问了 B 国,那

么 A 访问 C国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正所谓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一样.

图Ｇ１ (d)展示了一个体现同质性特征但包括更多国家的网络示意图.

随机等价性指的是一些国家在外交访问中会呈现相似的行为,它们都更

偏好访问某一类国家,或者更偏好接待某些国家的访问.例如,A 与 B (不
管是否是民主国家),它们可能都不喜欢访问非民主国家.同样,在大国战

略竞争中,两国为了竞争战略影响力,它们可能都会竞相访问某些特定的国

家.例如,根据笔者的统计,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在同一年相继

共同访问的国家达到２７个,累计４４次,其中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占

６８％.③ 在此意义上,中美两国领导人访问模式呈现出随机等价性特征.在

图Ｇ１ (e)中,国家被分为三组,每组中的国家所表现的行为都具有相似性,

不同组内的行为体发送联系或者接受联系也表现出相同的模式.例如,在外

交访问中,尽管分属不同地域,但是一些国家在出访模式上却相似,它们与

潜在被访问国之间发生访问的概率是一致的.随机等价性效应在传统的统计

模型中是无法被捕捉到的.

总体上,这几种效应都广泛存在于国际政治中.例如,玛丽娜杜克对

国家地位承认的研究关注了对等性与传递性效应的影响,④ 布兰登J 金恩

对防务合作条约的讨论关注了优先连接和传递性如何揭示战略信息,从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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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yDorff,Max GallopandShahryar Minhas,“NetworksofViolence:PredictingConflictin
Nigeria”,pp４７６Ｇ４９３

需要说明的是,传递性的表现形式有多种,这里仅仅是其中一种正向传递性形式.更多关于

传递性形式 (１６种)的讨论,参考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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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国家之间签订防务条约,这些都是关于网络效应研究的代表.① 因此,根

据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 (一阶依赖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更有可能选择

访问那些在网络中已经接待大量访问的国家.

假设２ (二阶依赖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更有可能选择

访问那些访问过自己的国家.

假设３ (三阶依赖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更有可能选择

访问那些与它们相关的第三国伙伴已经访问的国家,或者更有可能相似地偏

好访问某一类国家.

这些网络效应影响双边国家或者多个国家之间是否进行外交访问,形成

外交访问联系,从而在全球尺度上形成特定的外交访问网络,且这些全球外

交访问网络随着时间而演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这些网络依赖效应如

何影响外交访问的讨论,并非否定国家或双边层次因素的重要性,相反,一

些国家和双边层次因素会促成这些网络效应产生并发挥作用.这里的核心观

点是,双边和国家层次的因素不足以完全解释外交访问网络为何会形成我们

所观察到的模式,因为这些模式的形成同时受到第三方因素和整个网络特征

的影响.既有研究无法细致地捕捉这些网络效应,有可能高估双边或者国家

层次的影响,也无法将其置于统一的解释框架之中.相反,网络分析则可以

同时处理国家和双边层次以及网络层次的影响,是更适合分析外交访问网络

的路径.

四、 研 究 设 计

(一)外交访问大数据

正如上文所述,限制学界对外交访问网络研究的一大主要原因是缺乏

全面的、覆盖全球所有国家的外交访问数据.大多数关于外交代表或外交

关系的数据都依赖 “战争相关指数”数据项目的 “正式外交交换” (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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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andonJ Kinne,“DefenseCooperation AgreementsandtheEmergenceofaGlobal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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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ticexchanges)数据.① 然而这一数据测量的是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正

式的代办和大使级外交代表,并且以每五年为单位进行更新,这就严重限

制了我们系统测量国家之间在更精细层面的外交互动.目前关于外交访问

的数据仅仅是关于一些主要大国如美国、中国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外交访问,而非全球所有国家的外交互动,这也限制了我们系统研究外

交访问网 络 的 前 景.最 近 的 新 数 据 库 “外 交 代 表 度 量” (Diplometrics

DiplomaticRepresentation,DDR)② 虽然更新了 COW 的赋值规则,并产生了

年度层次所有国家外交的数据,但其关注的依然是外交代表问题,而非实际

的面对面外交访问活动.

针对这一问 题,本 文 充 分 利 用 大 数 据 时 代 事 件 数 据 的 丰 富 信 息,从

GDELT２０的海量事件记录中提取外交访问的数据.③ 经过系统地处理,这

一数据涵盖了１９７９—２０２０年所有国家之间的外交互访记录.由于 GDELT的

数据存 在 过 度 报 读 (overreporting)或 者 报 读 不 足 (underreporting)的 问

题,④ 单纯使用原始数据记录极有可能造成系统性测量偏差,因此本文对其

进行了进一步处理.具体而言,本文筛选行为体均为政府的事件,以避免将

非国家行 为 体 如 组 织、团 体 等 访 问 活 动 纳 入 外 交 活 动 范 畴.然 后,根 据

GDELT 的赋值规则,本文仅关注数据中记录的两类事件 (事件类型代码为

０４１和０４２)———出访 (payavisit)和接待访问 (hostavisit).根据这两类

事件进 一 步 筛 选 出 双 边 外 交 访 问 活 动,在 此 基 础 上 按 照 有 向 双 边 国 家

(directeddyadiccountries)和年份进行汇总,计算每一对国家中 A 向 B 访问

的次数以及 B招待 A 来访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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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esatBayer,“DiplomaticExchangeDataSet,v２００６１”,http://correlatesofwarorg
JonathanD Moyer,SaraD TurnerandCollinJ Meisel,“WhatAretheDriversofDiplomacy?

IntroducingandTestingNewAnnualDyadicDataMeasuringDiplomaticExchange”,pp１Ｇ１３
KalevLeetaruandPhilipA Schrodt,“GDELT:GlobalDataonEvents,Location,andTone,

１９７９Ｇ２０１２”,pp１Ｇ４９ 更多关于 GDELT 赋值规则,参考 https://wwwgdeltprojectorg/datahtml＃
documentation.GDELT 可以从 http://datagdeltprojectorg/gdeltv２/masterfilelisttxt下载.关于这一

数据的介绍可参考池志培、侯娜: «大数据与双边关系的量化研究:以 GDELT与中美关系为例»,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沈石、宋长青、程昌秀、高剑波、叶思菁:«GDELT:感知全球社

会动态的事件大数据»,«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NilsB Weidmann,“ACloserLookatReportingBiasinConflictEventData”,AmericanJournalof

PoliticalScience,Vol６０,No１,２０１６,pp２０６Ｇ２１８;KaiJäger,“TheLimitsofStudyingNetworksvia
EventData:EvidencefromtheICEWSDataset”,JournalofGlobalSecurityStudies,Vol３,No４,２０１８,
pp４９８Ｇ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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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Ｇ２　１９７９年的外交访问网络示例

说明:箭头代表出访方向,节点大小代表该国当年出访国家数量.图中节点使用ISO标

准国家代码,参考https://unstatsunorg/unsd/tradekb/knowledgebase/countryＧcode.彩版网

络图可以在作者的 HarvardDataverse (https://doiorg/１０７９１０/DVN/BGQMIA)下载.

　　鉴于 GDELT数据存在媒体偏差的影响,一些事件和行为存在过度报道,

而另一些事件和国家可能报道不足,同时还可能存在很多的重复报道事件.

为了减少这些偏差的影响,我们最后根据双边年度汇总的访问次数,建立两

个二分类的变量,即 A在当年是否对B进行访问 (赋值为０或者１),以及 A
在当年是否接待 B的访问 (赋值为０或者１).这种二分类变量的操作化可以

尽量消除一些国家之间由于新闻报道过多或者本身互动较多的情况,从而仅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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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关注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外交访问而非外交访问的次数.①例如,２０１１年１
月,围绕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这一事件,GDELT当年一月份关于 “中国→
美国”的访问事件记录高达１１０余次,如果使用原始次数或者加权方式,都

会高估双边的互动,而使用二分类的哑变量则可以避免这样的重复报道的影

响,仅仅关注 “中国→美国”是否存在访问.

基于此,本文提供了一个在全球层次涵盖所有国家之间外交访问的新数

据.为便于使用,本文提供了年度和月度两种形式的数据供读者下载使用.②

需要说明的是,GDELT目前并不能区分外交访问人员的层级,因此本文关

注的是所有由政府主导的外交访问,包括首脑访问、部长访问等高级别和低

级别的访问事件.由于采取二分类的哑变量,本文难以顾及更加精细的外交

访问事件揭示的动态过程,尽管这样的操作可以减少媒体报道偏差的影响.③

利用这一二分类变量信息,本文进一步建立了一个时间序列有向网络数

据.换言之,每一年双边层次的数据 (dyadicＧleveldata)被进一步转换为网络

数据,其网络中的 “点”指国家,而网络中的 “边”表示国家 A 在t年是否

访问过国家 B,或者是否接待过国家 B的访问.由于这是一个有向网络,因

此 “A → B”与 “B→ A”表示不同的行为.以图Ｇ２中１９７９年的外交访问网

络为例,箭头代表出访方向,节点的大小代表该国当年出访国家数量.图Ｇ２
展示了当年外交访问网络中的几个重要特征.美国 (USA)、苏联 (RUS)

和中国 (CHN)三国是１９７９ 年接待访问最多的国家,因此指向它们的箭头

最多.同样,也存在一些 “孤岛”,如图Ｇ２右上角的菲律宾 (PHL)和巴西

(BRA)当年没有任何出访活动.图Ｇ３进一步挑选了９个年份的外交访问网

络,展示了外交网络自１９８０年以来的演化.图Ｇ４分别展示了１９７９Ｇ２０２０年

所有国家以及美国、中国和苏联 (俄罗斯)在外交访问网络中出度和入度的

时间变化,据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外交访问和接待访问的频次都在逐渐增

加,而这些趋势不能完全被双边层次的因素所解释.

０４１

①

②

③

KaiJäger,“TheLimitsofStudyingNetworksviaEventData:EvidencefromtheICEWSDataset”,
pp４９８Ｇ５１１

完整版的数据可以在作者的 HarvardDataserve主页下载.
对首脑外交与非首脑外交出访的不同影响的研究,可以参考 ChongChenandFengLiu,“The

ContagionofForeignPolicyChange:SpatiotemporalDynamicsofChineseLeadershipVisits(１９７８Ｇ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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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Ｇ３　外交访问网络的演化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说明:箭头代表出访方向,网络节点代表国家的地理位置,a—b中网络节点的大小

根据该国当年出访国家数量进行缩放,c—i图中为便于可视化,网络节点大小设置为统

一比例.彩版网络图可以在作者的 HarvardDataverse (https://doiorg/１０７９１０/DVN/
BGQMIA)下载.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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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Ｇ４　外交访问网络中心度结构变化 (１９７９—２０２０)
说明:图Ｇ４展示了网络整体的出度变化,中图和下图分别展示了中国 (CHN)、

美国 (USA)和苏联/俄罗斯 (RUS)三个节点国家的出度和入度变化.

(二)网络分析模型

本文的主要目标在于解释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与演化.由于外交访问数

据是一个纵惯时间序列网络数据,因此需要考虑过去网络的形成对未来网络

演变的影响.对于上述理论讨论的主要检验使用的方法是 AME模型,① 因为

AME可以很好地处理第一层次 (一阶)、第二层次 (二阶)和第三层次 (三
阶)的依赖性,直接对上述检验进行假设.AME 模型综合了社会关系回归

模型 (socialrelationsregressionmodel,简称 SRRM)和潜因子模型 (latent
factormodel,简称LFM).SRRM 可以提供一系列叠加效应 (additiveeffect),
以捕捉 第 一 和 第 二 阶 依 赖,而 LFM 可 以 提 供 乘 积 效 应 (multiplicative
effects),以捕捉第三阶依赖.使用 AME 中的乘积项可以对同质性 (拥有相

似特征的国家比缺乏相似特征的国家更倾向于形成较强的关系)以及随机等

价性 (两个国家i和国家j会比网络中其他行为体形成相似关系的概率)进

行捕捉.② 具体而言,AME模型可以表达如下:

２４１

①

②

ShahryarMinhas,PeterD Hoffand MichaelD Ward,“InferentialApproachesforNetwork
Analysis:AMENforLatentFactorModels”,pp２０８Ｇ２２２;CassyDorff,MaxGallopandShahryarMinhas,
“NetworksofViolence:PredictingConflictinNigeria”,pp４７６Ｇ４９３

CassyDorff,Max GallopandShahryar Minhas,“NetworksofViolence:PredictingConflictin
Nigeria”,pp４７６Ｇ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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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t ＝uT
ivj＋βT

dxd,i,j,t＋βT
rxr,i,j,t＋βT

cxc,i,j,t＋ai＋aj＋εi,j

yi,j,t ＝
１, zi,j,t ＞０
０, zi,j,t ≤０){

其中zi,j,t是一个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 (latentvariable),yi,j,t表示国家i在t
年是否访问国家j.ai 和bj 分别代表发出者和接受者随机效应,类似于网络

节点的出度与入度.其中,
{(a１,b１),,(an,bn))}~iidN(０,Σab)

{(εij,εji:i≠j}~iidN(０,Σε)

Σab ＝
σ２

a σab

σab σ２
b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ε ＝σ２
ε

１ ρ
ρ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２
a (发送者方差)和σ２

b (接受者方差)可以分别捕捉发出者与接受者效

应的异质性,而σab (发送者—接受者协方差)表示这两种效应的线性关系,
展示那些发出联系的行为体 (出访国)是否也接受更多的联系,反之亦然,
这样就可以捕捉一阶依赖效应.σ２

ε 和ρ (对等性)描述了二阶网络效应,即

对等性.如果ρ的回归系数为正,则表示正向的对等性,否则为负对等性.

βT
dxd,i,j,t、βT

rxr,i,j,t、βT
cxc,i,j,t分别代表双边层次、发送者层次和接受者层次的

解释变量.uT
ivj 主要捕捉三阶依赖的网络效应.由于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

我们依赖Probit回归模型框架下的潜变量表示这一关系.yi,j,t在模型中被进

一步汇总为一个n×n×t的三维邻接矩阵 (adjacencymatrix),用Y 表示.由

于不同的年份国家数量不一致,我们使用一个改进版本的 AME模型,允许

我们估计不同时间外交网络中的国家数量不一致的情况,也可以捕捉新成立

的国家加入外交访问的影响.① AME模型的估计基于贝叶斯统计中的马尔可

夫链蒙特卡罗 (MCMC)模拟.本文利用 R 软件中的 AMEN 包进行估计,
并舍弃前１００００次初始化采样 (burnＧin),然后再进行４００００次采样,以实

现模型更好的收敛.
(三)解释变量

根据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在双边层次和国家层次控制了以下几个变

３４１

① Ibid 关于 AME 最近在国际关系中 的 运 用,可 以 参 考 EmilyKalahGade,MichaelGabbay,
MohammedM HafezandZaneKelly,“NetworksofCooperation:RebelAlliancesinFragmentedCivil
Wars”,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６３,No９,２０１９,pp２０７１Ｇ２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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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第一,根据布莱恩布兰肯希的讨论,① 外交访问其中第一个目的可能

是安抚同盟、确保同盟承诺,因此同盟之间的访问可能更容易发生.为此,
本文控制了两国是否签订同盟协定,这一数据来源于 “同盟条约义务与条

款”(ATOP)项目,② 并利用 ATOP数据,测量了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同盟

条约.第二,外交政策立场的相似度和外交意识形态可能会驱动双方的外交

访问.③ 因此,利用联合国大会数据产生的理想点 (idealpoint)数据,控制

了两国在外交立场上的差异性,即理想点取值的绝对值.④ 第三,本文考虑

了访问国家之间的政体差异性 (相似性),利用 “民主多样性” (VＧDem)数

据中的 “选举民主”指标 (v２x_polyarchy),我们计算了两国在这一指标上

差异值的 绝 对 值.⑤ 第 四,我 们 控 制 了 两 国 之 间 的 最 短 地 理 距 离,利 用

CShapes数据,⑥ 计算了国与国之间的最小距离,并采用这一变量的对数作为

解释变量.第五,一些研究指出了外交访问的国际贸易驱动性质,因此我们

控制了两国之间的双边进口额,这一数据来源于 COW 的 国 际 贸 易 数 据

(InternationalTrade,１８７０—２０１４,v４０).⑦ 由于双边贸易数据仅仅更新到

２０１４年为止,受这一变量的限制,本文主要的研究时间段只好选择１９７９—

２０１４年,尽管外交访问数据更新到了２０２０年.第六,我们控制了政治稳定

性的影响,因为既有研究指出外交访问与武装冲突有关系.⑧ 利用乌普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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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Brian Blankenship,“PromisesunderPressure:StatementsofReassurancein US Alliances”,
pp１０１７Ｇ１０３０

BrettLeeds,JeffreyRitter,Sara Mitchelland Andrew Long,“AllianceTreatyObligationsand
Provisions,１８１５Ｇ１９４４”,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Vol２８,No３,２００２,pp２３７Ｇ２６０

EricNeumayer,“Distance,PowerandIdeology:DiplomaticRepresentationinaWorldofNationＧ
States”,pp２２８Ｇ２３６

MichaelABailey,AntonStrezhnevandErikVoeten,“EstimatingDynamicStatePreferencesfrom
UnitedNationsVotingData”,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６１,No２,２０１７,pp４３０Ｇ４５６ 对外交

政策立场测量的相关讨论,也可参考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 “赫希曼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MichaelCoppedge,etal,“VＧDemCodebookv１０”,２０２０;StaffanILindberg,MichaelCoppedge,
JohnGerringandJanTeorell,“VＧDem:A New Wayto MeasureDemocracy”,JournalofDemocracy,
Vol２５,No３,２０１４,pp１５９Ｇ１６９

NilsB Weidmann,DoreenKuseandKristianS Gleditsch,“TheGeographyoftheInternational
System:TheCShapesDataset”,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Vol３６,No１,２０１０,pp８６Ｇ１０６

KatherineBarbieriandOmarMGKeshk,“CorrelatesofWarProjectTradeDataSetCodebook”,
Version４０,２０１６,http://correlatesofwarorg;KatherineBarbieri,OmarM G KeshkandBrian M
Pollins,“TradingData:EvaluatingOurAssumptionsandCodingRules”,ConflictManagementandPeace
Science,Vol２６,No５,２００９,pp４７１Ｇ４９１

DanielDruckmanandPeterWallensteen,“SummitMeetings:GoodorBadforPeace?”pp７１Ｇ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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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武装冲突数据,本文控制一国在当年是否存在内战,其中内战数据来

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 (UCDP).① 最后,利用世界发展指标 (WDI)数

据,② 我们控制了国家的人口数量、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

该国是否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期待大国在外交访问中会更加

积极地出访或接受来访.在双边层次,我们进一步计算了国家之间在人口数

量、军费开支比例上的差异.在网络模型分析之前,我们基于贝叶斯模型中

的半 参 数 贝 叶 斯 高 斯 链 接 估 计 (SemiparametricBayesianGaussianCopula
Estimation)③ ,对缺失数据进行了多重插值计算 (multipleimputation)④.

五、 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主要模型

图Ｇ５展示了基于 AME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于 AME 是基于贝叶斯模型

的 MCMC抽样,模型的系数和置信区间表达意义与传统频率学派的统计意

义存在差别.例如,置信区间 (confidenceinterval)在贝叶斯统计学派被换成

“可信区间”(credibleinterval).总体上,我们可根据显著性水平判断各个不

同层次的解释变量对于外交网络形成的影响.
首先,我们关注网络效应对外交网络形成的影响.在图Ｇ５底部,我们发

现了显著的优先连接效应.发送者方差 (σ２
a)和接受者方差 (σ２

b)都在９５％
的可信区间是显著的,表明外交访问网络中存在显著的一阶依赖效应.这意

味着,那些总体上出访较多的国家,也相应地接待了更多的外交访问,反之

亦然.因此假设１得到了明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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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NilsPGleditsch,PeterWallensteen,MikaelEriksson,MargaretaSollenbergandHåvardStrand,
“ArmedConflict１９４６Ｇ２００１:ANewDataset”,JournalofPeaceResearch,Vol３９,No５,２００２,pp６１５Ｇ
６３７

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２０２０”,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
worldＧdevelopmentＧindicators

PeterHoff,“Sbgcop:SemiparametricBayesianGaussianCopulaEstimationandImputation”,R
packageversion０９８０,https://CRANRＧprojectorg/package＝sbgcop 类似缺失值处理,也可参见陈

冲、庞珣:«非洲恐怖袭击时空规律的大数据分析———基于 GIS技术和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 «外交

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NilsMetternichetal,“MultipleImputationUsingGaussianCopulas”,SociologicalMethodsand

Research,onlinefirst,２０１８,https://doiorg/１０１１７７/００４９１２４１１８７９９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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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Ｇ５　AME网络模型分析结果 (１９７９—２０１４)
说明:实心圆点表示在９５％的可信区间显著,空心圆点表示在９５％ 的可信区间不显著.

　　其次,我们发现对等性的回归系数在９５％ 的可信区间是显著的,但是系

数符号为负数.这表明,尽管一些国家非常乐意出访一些国家,但是接待国却

表现出一种抵制对等性的倾向.在此意义上,假设２更应该被修正为负对等

性.换言之,这些国家很愿意出访一些国家,但是那些国家却并没有积极回访

的倾向,因而这个外交访问网络中一些国家不成比例 (或不对等地)访问了一

些国家,然而却没有得到对等性回访.这一发现与既有的关于外交承认的研究

明显不同,① 但是却更符合国际关系中的事实.因为既有研究关注的是外交承

认,而外交承认尤其讲究对等性,并且是一种正向的对等性.一国承认另一

国的前提就是对方也会承认自己的主权,然而,外交访问却不必然如此,更

６４１

① BrandonJ Kinne,“DependentDiplomacy:Signaling,Strategy,andPrestigeintheDiplomatic
Network”,pp２４７Ｇ２５９;MarinaG Duque,“RecognizingInternationalStatus:A RelationalApproach”,
pp５７７Ｇ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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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一种威望特性.小国可以经常访问大国,但是大国却不一定会对等性

地回访小国.例如,在图Ｇ２显示的１９７９年的外交访问网络中,苏联、瑞士、
中国、美国、德国等都接受了更多的来访,而它们当年并没有对到访国家进

行太多对等性的出访,否则我们就会观察到更多带有双向箭头的网络联系.
再次,我们发现了显著的三阶依赖效应,假设３也因此得到支持.图Ｇ５

展示了第一阶和第二阶的依赖性,而我们通过乘积效应来表示三阶依赖性

(随机等价性).图Ｇ６展示了网络中的三阶依赖效应,图中国家代码文本框的

大小表示影响效果的大小.AME模型将它们的效果展示在一个二维空间内,
在这个二维空间中,位置越相近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偏好越相近.出于方便

可视化的考虑,图Ｇ６只挑选了２４ 个国家.图Ｇ６左图展示了作为外交访问发

出者网络在潜在空间 (latentspace)的位置,而右图则展示了作为外交访问

接受者在潜在空间的位置,具有显著的随机等价性效应.①

图Ｇ６　乘积效应的可视化

说明:图Ｇ６显示了２４个国家于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间在外交访问网络中潜在空间的位

置,国家代码文本框的大小表示影响的强弱,位置越近则表示国家的行为在潜在空间越

相似.图中使用ISO 标准国家代码,彩版网络图可以在作者的 HarvardDataverse下载.

在图Ｇ６左图的左下方区域,美国 (USA)、苏联/俄罗斯 (RUS)、中国

(CHN)和日本 (JPN)在选择出访对象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意味着它们与

网络中的其他国家进行访问的概率较为相似.尽管越南 (VNM)也在这一区

７４１

① 对于传递性的检验,AME模型并不直接,但在下文的 TERGM 模型中将得到更直接的检验

(图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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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但 是 其 相 似 程 度 相 比 于 上 述 四 个 国 家 则 较 小.在 左 上 方,法 国

(FRA)、德国 (DEU)、英 国 (GBR)、伊 朗 (IRN)、埃 及 (EGY)、泰 国

(THA)等构成的子群 (subgroup)同样展示了相似的模式,表明这些国家

在选择外交对象访问上具有相似性,尽管这些国家在政体类型、人口、经

济、外交立场上并不一定存在极大的相似性.
同样,图Ｇ６右图表示这些国家作为访问接受国的相似性,即它们是否在

接待国家访问上具有相似特征.我们发现,中国、俄罗斯与日本三国在接待

访问国上具有相似性,而美国与德国、英国、法国与土耳其 (TUR)等在接

待上的偏好具有相似性.在右下角,保加利亚 (BGR)、匈牙利 (HUN)、约

旦 (JOR)具有相似性.总体上,这些随机等价性效应在外交访问网络中显

著地影响了国家出访对象的选择,它们在传统的模型中得不到有效观测,因

而对于理解不同国家外交访问的模式相似性解释不足.随机等价性效应对于

我们理解大国的战略竞争与其外交访问活动的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方面,我们发现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在选择出访对象上具有明显的

相似性,意味着它们有可能在选择目标出访国上具有相似的战略考虑,使得

某些特定的国家得到这些大国访问的概率较为相似,甚至出现了在同一年相

继访问同一国家的情况,以巩固访问国对于本国的支持或者防止该访问国出

现离心倾向.例如,２０１７年５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问美国, “旨在根据越美

两国全面伙伴关系的积极发展态势提出越美关系发展路线图”.① 同年１１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将首访对象选为越南,这也是

２０１５年之后习近平第二次访问越南.② 同年１１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越南进

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中美同时密集访问越南可以说直接验证了图Ｇ６左图

揭示的随机等价性效应.事实上,中美领导人选择各自出访对象具有明显的

相似性.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间,两国首脑在同一年相继访问的同一国家数量达到

２７个 (包括新加坡、菲律宾、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越南、南非、埃

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并且这一模式在２００８年之后更得到了强化.③ 另一

方面,从图Ｇ６右图中可以发现,美国和中国在选择接待国家上呈现一定差异

８４１

①

②

③

https://cnnhandancomvn/documentation/item/５１４７９０１Ｇ越南与美国关于加强全面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全文)html.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老挝纪实»,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

日,第１版.
相 关 数 据 参 考 Chong Chen and Feng Liu,“The Contagion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SpatiotemporalDynamicsofChineseLeadershipVisits(１９７８Ｇ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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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换言之,选择到访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存在明显差异.考虑到两国本身的

差异性,接待对象有差异并不意外,但却间接表明两国通过外交访问主动塑

造国际政治的努力存在相似性,在战略竞争时代,两国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

竞争对象趋同,也明显受到第三方因素的 “牵引”.①

图Ｇ５也展示了传统的国家 (发送者与接受者)层次以及双边层次变量对

访问网络形成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包括是否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因素),图Ｇ５的结果表明,在国家层次,

国家总人口这一变量与外交出访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关系.总体而言,人口越

多的国家既不愿意出访,也不愿意接待来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看似 “反
常”的发现,恰恰说明了控制其他因素对于准确理解常规变量影响的意义.

传统上人口大国 (如中国、印度、美国)等明显出访频繁,但这往往与它们在

网络中本身的位置相关,而并非完全由自身物质因素所决定,因此在控制其他

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层次的人口总数与出访呈现负相关影响.但是如果考

虑到出访国与接待国人口差异的影响,我们发现人口差异越大,两国之间的访

问就越有可能,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双边因素在外交访问中存在的非对称影响.

在双边层次,图Ｇ５表明,国家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偏好距离对于外交访

问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两国之间的外交立场相差越远,外交访问的概率

就越低.与此相反,民主相似程度这一变量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同时,我们

发现,如果两国是同盟,那么访问的概率会显著增加.与之类似,地理距离

也显著地影响外交访问概率,邻国之间访问概率更高.与既有研究一样,本

文也发现,双边贸易会显著促进外交访问的概率.另外,国家之间实力差距

越大,外交访问概率越大,说明外交访问的方向更多是从小国走向大国.②

在图Ｇ５中,双边层次的国家人口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的系数都在９５％可

信区间上是显著的,并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国家物质实力的差距越大,它

们之间的互访也更容易.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国家在军费开支上的差距具有显

著的影响,这与埃里克纽马耶的发现也是一致的.

总之,利用 AME模型这一推论性网络分析方法,我们证实了外交访问对

９４１

①

②

左希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吴心伯:«论
中美战略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５期;刘丰: «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 «现代

国际关系»,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EricNeumayer,“Distance,PowerandIdeology:DiplomaticRepresentationinaWorldofNationＧ

States”,pp２２８Ｇ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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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选择的影响,除了传统解释所关注的国家层次和双边层次的一些变量之外,
也显著地受到网络效应和第三方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利用 AME模型捕捉的网

络效应,它们对于外交访问的影响往往无法直接观测但却显著地发挥着作用.
(二)延伸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开展一些稳健性检验,尤其是使用替

代的网络分析模型,以确保 AME模型所验证的网络效应的稳健性.
首先,本文使用了 “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作为替代模型.①

TERGM 基于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所有可能,利用可观察的变量进行网络模拟,
从而估计我们目前观察到的网络形成的概率.由于外交访问网络数据是纵惯

时间序列网络数据,过去不同时段的访问网络模式对于未来的访问具有影

响,因此 TERGM 进一步延伸了传统 ERGM 模型的估计.本文利用１０００次

模拟来获得点估计值的大小和置信区间.在网络效应上,TERGM 允许我们

控制一国在外交网络中的 “受欢迎度” (节点入度)和 “社会化” (节点出

度).同时,我们也加入了双边访问的稳定程度 (tiestability).正如前述,
网络效应中的另外两个三阶依赖效应是对等性和传递性.相比于 AME 模型,

TERGM 可以更直观地将这些网络效应作为模型的变量,从而呈现更直观的

解释意义.图Ｇ７展示了基于 TERGM 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我们发现图Ｇ７基本上还原了 AME 模型的结果.例如,对等性的

系数依然在９５％的置信区间上是显著的,并且符号是负数.TERGM 可以明

确展示传递性这一网络效应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回归系数的方向为正,因此

假设３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在发送者与接受者层次,我们发现与 AME 模

型不同的是,国家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内

战这些变量都在９５％的置信区间显著,且系数方向为负.最后,我们也加入

了双边访问的稳定程度,这类似于控制了前一年的访问网络,结果显示其回

归系数符号也是正向,且在９５％的置信区间显著.

０５１

① SkylerJ Cranmerand Bruce A Desmarais,“InferentialNetwork Analysis with Exponential
RandomGraph Models”,PoliticalAnalysis,Vol１９,No１,２０１１,pp６６Ｇ８６;PhilipLeifeld,SkylerJ
CranmerandBruceADesmarais,“TemporalExponentialRandomGraphModelswithBtergm:Estimation
andBootstrapConfidenceIntervals”,pp１Ｇ３６;SkylerJCranmeretal,“NavigatingtheRangeofStatistical
ToolsforInferentialNetworkAnalysis”,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６１,No１,２０１７,
pp２３７Ｇ２５１;SkylerJCranmer,TobiasHeinrichandBruceADesmarais,“ReciprocityandtheStructural
DeterminantsofTheInternationalSanctionsNetwork”,pp５Ｇ２２;SkylerJ Cranmer,BruceA Desmarais
andJustinH Kirkland,“TowardaNetworkTheoryofAllianceFormation”,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
Vol３８,No３,２０１２,pp２９５Ｇ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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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Ｇ７　TERGM 网络模型分析结果 (１９７９—２０１４)
说明:实心圆点表示在９５％ 的置信区间显著,空心圆点表示在 ９５％ 的置信区间

不显著.

其次,我们使用了另一种因变量———接待他国的外交访问 (hostavisit).

在 GDELT 数据中,出访和接待访问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区别在于有向网络

中的角度.如果美国访问日本,那么在出访网络中 “美国→日本”这一条联

系是存在的,并被赋值为 １,而 “日本→美国”这一条联系则不存在,因此

在社会矩阵中赋值为０.但是在接待访问的网络中, “美国→日本”则为 ０,

而 “日本→美国”则为 １.因此,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因变

量 (外交网络),结果见图Ｇ８,其中,图Ｇ８ (a)使用了 AME 模型、图Ｇ８ (b)

使用了 TERGM 模型.总体上,我们发现网络效应以及自变量的影响与前面

的结果非常一致,因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网络效应对于双边外交访问的影

响是显著存在的,双边层次或者国家层次的变量不能完全解释全球层次双边

外交访问的形成和变迁.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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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Ｇ８　稳健性检验:网络模型结果

说明:实心圆点表示在 ９５％ 的 (可信)置信区间显著,空心圆点表示在 ９５％ 的
(可信)置信区间不显著.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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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　　论

本文将外交访问作为一种结构研究对象,认为国家之间的访问形成了一

个外交网络,这些外交网络经历不同的时段而进行演化,然而,传统的双边

层次或者国家层次的因素不能完全解释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和演化.一方

面,传统研究甚少关注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以及外交访问本身的特征,另一方

面,传统模型方法存在忽视观察量相互依赖的特性,不能提供有效的实证检

验,这一情况也因缺乏全球层面的外交访问数据而进一步受到限制.本文因

此在理论、研究方法和数据上均进行了创新,为理解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变

化提供了新的解释、新的数据和新的方法检验,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

第一,本文利用 GDELT 这一丰富的大数据事件数据,从中提取和清理

了全球所有国家１９７９—２０２０年间的外交访问数据,弥补了学界关于这一领

域数据的缺乏,为进行更多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例如,未来可以探究这

些外交访问作为信号释放机制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也可以探究外

交访问对国内政治稳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外交访问数据提供了一个与重

要国际关系理论与概念进行结合的契机.在国际关系中,地位、威望、等级

等都存在难以实证测量的困难,因为缺乏相关的数据,同时它们也不完全由

物质能力所决定.利用外交访问数据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重新审视既有研

究,力求更准确地理解理论概念与经验测量.

第二,本文使用的网络分析方法不仅仅在于网络结构的简单描述性,更

重要的是使用了推断性网络分析方法,力求对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

推断和假设检验,可以为国内国际关系中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提供借鉴.AME
模型和 TERGM 均是目前网络分析研究中关于动态网络 (dynamicnetwork)

研究的前沿方法,本文展示了其对于相互依赖现象的强大解释力,可以推动

这些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进一步应用.

第三,本文的研究也充分展示了在大数据时代从仅仅描述性到推论性研

究的转变,以及如何利用大数据为国际关系中的经典现象提供新的证据和新

的解释,为收集其他类型的重要事件提供示范.例如,GDELT 的事件类型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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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百种,本文关注的外交访问仅仅是其中一类,未来的研究可以运用同

样的方法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充分利用这些大数据为研究服务.

当然,本文尽管使用了 GDELT 数据、利用机器编码处理的新闻数据来

挖掘外交访问的大数据,但是仍然需要注意这一方法潜在的局限和不足.①

例如,凯杰格就认为机器编码的事件数据存在系统性的媒体报道偏差,不

是解决数据稀少的万能办法.② 在本文的研究中,针对 GDELT可能存在的赋

值不准确、与真实事件不符合、重复计算等潜在威胁,本文采用了二分类的

因变量而非计数加权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过度报道与报道不足两种

媒体偏见带来的影响,而未来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处理这类事件可能存在的媒

体报道偏见的影响.同时,本文关注的外交访问并没有区分不同领导层级的

外交访问,而是将政府官员的外交访问作为同质性概念进行分析,未来的研

究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提供的便利,更精细地研究首脑访问与部长级别访问

的区别,探究其中的逻辑与不同影响.最后,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案例研究

等质性研究方法,更为直观地聚焦于少数国家外交访问模式的比较,关注它

们是否存在战略竞争以及如何将外交访问作为战略竞争工具.以上这些都是

未来值得深入探究的方向.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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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NilsB Weidmann,“ACloserLookatReportingBiasinConflictEventData”,pp２０６Ｇ２１８;Scott
JCookandNilsB Weidmann,“LostinAggregation:ImprovingEventAnalysiswithReportＧLevelData”,
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６３,No１,２０１９,pp２５０Ｇ２６４

KaiJäger,“TheLimitsofStudyingNetworksViaEventData:EvidencefromtheICEWSDataset”,
pp４９８Ｇ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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